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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背景下生物基产品碳足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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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质在人类生命时间尺度内为可再生资源，以生物质为原料的生物基产品被认为是“碳中性”的，生物基产品替代化石

产品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式。 然而生物基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涉及众多碳源碳汇过程，对生物基产品“碳中性”的假设提

出挑战。 在分析三类生物质原料和生物基产品特征的基础上，对生物基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源碳汇过程进行分析并提供了核算

方法，从而构建生物基产品碳足迹评估框架。 以小麦秸秆制备打印纸为例，研究分析了其全生命周期过程碳源碳汇并核算其碳

足迹，与仅考虑生产过程（２６３３．３８ ｋｇ ＣＯ２ｅ）相比，１ ｔ 小麦秸秆打印纸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为 １２２１．５０ ｋｇ ＣＯ２ ｅ，副产品农业肥

料、废纸填埋和纸产品储存形成的碳汇是降低碳足迹的重要方式，废纸处理方式对产品碳足迹有较大影响，但仅改变废纸处理

方式并不能实现纸产品的“碳中和”，仍需小麦秸秆造纸过程能源系统及物料输入的优化。 除了碳足迹外，也需要综合考虑生

物基产品对水资源、土地利用变化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实现生物基产品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及污染三大全球环

境挑战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生物基产品；碳足迹；碳中和；纸产品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ＳＵＮ Ｍｉｎｇｘｉｎｇ１，∗， ＳＨＩ Ｌｅｉ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３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ｓ ａ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ｙｉｅｌｄ， ｗｉｄ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ｗ⁃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ｆｏｓｓｉ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ｄｅ ｆｒｏｍ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ｓｓ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ｍａｎｙ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 ｏｆ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ｎｙ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ｆ⁃ｌｉｆ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ｉｎｋ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ｄｅ ｆｒｏｍ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ｉｎｋ ｉｎ ｉｔｓ
ｗｈｏｌ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ｉｔ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６３３．３８ ｋｇ ＣＯ２

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１ ｔ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ｆｒｏｍ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ｗａｓ １２２１．５０ ｋｇ ＣＯ２ 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ｂ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ｗａｓ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ｌａｎｄｆｉｌｌ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Ｗａｓ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ｎｌ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 “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ｐｕｔｓ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生物基产品是指利用生物质（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等有机质）或生物过程（如发酵）生产的产品，生物

基产品遍布生活的各个方面，生物基行业的革新是向可持续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式［１］。 相比于化石材料，生物

质原料中的碳在相对较短时间周期内吸收和释放，因此生物基产品多被冠以“碳中性”的标签，并被认为是取

代化石产品并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之一［２］。 在全球“碳中和”和净零排放的大趋势下，开发生物基产品

应对资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转向循环生物基经济的重要方式。 然而，生物基产品碳足迹评估和

“碳中性”的研判需要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审视，以科学推进生物基产品的开发，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实现。

１　 生物基原料、产品及其特征

１．１　 生物质原料的代际分类

生物质资源具有产量巨大、分布均匀、可再生、低污染等特性［３］，被认为是未来唯一实用且可持续的化学

碳源和替代化石资源的重要形式，为能源利用和产品制备提供重要支持［４］。 基于生物炼制分类的原则，生物

质原料可根据其性质分为三代，不同代际的生物质资源性质各异［５］。 第一代生物质资源指可食的生物质资

源，包括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大豆、菜籽油、棕榈油等油料作物。 第一代生物质资源的组成成分为糖类、淀
粉类或油脂类，依靠相对成熟的工艺过程即可转化为生物基产品，如生物乙醇、生物柴油、聚乳酸等。 第一代

生物质资源存在典型的“与人争粮”、“与粮争地”的问题，如以玉米为原料发酵制作生物乙醇用作汽车燃料从

而挤占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空间或侵占其他自然生态系统［６］，东南亚大规模砍伐原始森林种植油棕树生产

棕榈油以加工生物柴油，从而造成原始森林的退化［７］。 第二代生物质资源大都是以木质纤维素为基础的非

粮生物质资源，包括作物秸秆等农林废弃物，柳枝稷、芒草等能源作物，以及城乡有机固废、废弃油脂等废弃

物［８］。 第二代生物质资源的产量巨大且在地理区域上呈现相对分散的分布特征，其有效收集成为制约其高

效使用的重要因素［９］，此外，第二代生物质资源进行资源化或能源化利用途径的成熟度相对较低［７］。 但城乡

有机固废和废弃油脂由于其组成成分大都为糖类或油脂类，其资源化或能源化利用技术相对成熟，如废弃油

脂制备生物柴油和生物航油是目前重要的技术应用［１０］。 虽然第二代生物质资源不存在“与人争粮”的问题，
但在可用耕地上种植能源作物存在“与粮争地”的问题［１１］。 第三代生物质资源一般指藻类或通过细胞工程

快速合成的生物质［１２］。 这类生物质资源一般来说合成速度较快，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定向合成目标生物质

产品［１３］。 由于第三代生物质资源的生长不占用耕地，一般不存在“与人争粮”或“与粮争地”的问题，但第三

代生物质资源的合成和综合利用商业化程度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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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一代生物质资源存在严重的“与人争粮”和“与粮争地”的问题而限制其大规模开发利用，在面临

实现“零饥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第一代生物质资源能源化和资源化利用受限［１４］。 而第三代

生物质资源合成技术尚不成熟，但微藻大规模养殖和能源化利用将会成为生物基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然而微藻的利用也需要解决其产量低和成本高的问题［１５］。 第二代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将会是中短期内生物

基产品的主要研究和发展方向［１６］，但木质纤维素资源的高效处理，尤其预处理环节至关重要。
１．２　 生物基产品的分类和基本特征

从用途上来讲，生物基产品可大致分为两大类，即生物基能源与生物基材料［１７］，前者包括固体（如生物质

成型燃料）、液体（如生物柴油、生物甲醇）和气体（如生物甲烷）等生物能源形态产品，后者包括大分子生物材

料（如棉毛纺织品、纸产品）、小分子生物化学品（如糠醛等平台化合物）、和再合成生物基材料（如生物塑料、
生物润滑油）等不同利用层级的生物基材料产品，部分生物基产品兼具生物基能源和生物基材料的特性（如
生物甲醇），而部分生物能源（如生物航空燃油）和再合成生物基材料（如聚乳酸塑料）也可由小分子生物化学

品合成而来［１８］。
生物基产品链接自然和社会经济系统，在全生命周期阶段存在复杂的碳源碳汇过程，因此在其碳足迹评

价过程中存在多维的复杂性。 从本体上，生物基产品的原材料种类包括多年生木本、一年生草本、快速生长微

藻等生长周期、占地情况等各异的原料，其在碳汇积累周期、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输入输出、碳足迹分配方面存

在复杂性［１９］；从经济周期上，同一生物质原料存在着能源化、原料化、肥料化、基料化、饲料化等多元的利用方

式，而同一种生物基产品也可由多种生物质原料转化而来，不同生产和利用方式造成的碳源汇动态变化存在

较强的复杂性；从政策周期上，生物基产品碳源和碳汇时间尺度跨度较大，且存在碳源汇之间的相互转化［２０］，
需充分考虑政策时间周期内碳足迹的复杂性以客观评价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因此，生物基产品的碳足迹评

价需充分考虑本体、经济和政策周期的复杂性。
虽然已有大量碳足迹核算的标准、方法和相关文章［２１—２２］，但生物基产品碳足迹特征更为复杂，需从其全

生命周期进行系统分析。 许多生物基产品行业是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能源消耗产生大量碳排放［２３］，此外生物

质原料获取可能涉及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及相应的碳排放［２４］，生物基产品末端处理方法具有很强的温室气体

排放不确定性，尤其不同处理方式存在复杂的碳源碳汇转变，从而使得生物基产品的“碳中性”的研判存在一

定争议。 因此，生物基产品碳足迹应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去审视，系统评估从“源头到坟墓”的碳排放以科学

判定其碳足迹，从而促进低碳循环生物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演进。

２　 生物基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

２．１　 生物基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征

从生物基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来看，生物基产品与大气碳库和土壤碳库具有复杂的碳交换和碳源碳汇转换

过程，其与碳库的交换过程如图 １ 所示。 在生物质原料获取阶段，生物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 ＣＯ２以

将其固定在生物质原料中（图 １ 中过程②），生物质原料在生长过程除了直接排放外（如水稻种植的甲烷排

放）（图 １ 中过程③），农资、水、机械使用等环节也会带来温室气体的排放（图 １ 中过程④）。 此外由于生物质

原料种植或收获造成的土地利用变化而带来的地上、地下生物量及土壤有机碳的变化也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来

源（图 １ 中过程①）。
在生物基产品加工制造阶段，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加工过程的物料投入隐含碳排放和和能源使用带来的直

接和隐含碳排放（图 １ 中过程⑥），以及废水和固废处置带来的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图 １ 中过程⑤）。 加

工过程的下脚料和废料进行能源回收会造成生物基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也会替代化石基能源抵扣温室气体排

放，而填埋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较为复杂，将在废物管理进行介绍。
生物基产品使用阶段，对于生物能源，由于其被燃烧而瞬间氧化，产生的生物基二氧化碳瞬时释放（图 １

中过程⑦），生物能源不存在废物管理阶段的碳排放。 对于生物基材料，由于不同材料使用寿命存在差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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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储存在其中的碳形成的碳汇也存在时间差异，在其生命周期结束后进入废物管理阶段。
生命周期末端废物管理一般分为三大类，即再利用、焚烧和填埋。 对于再利用（如废纸做再生纸），其温

室气体排放归到下一个生命周期过程或基于分配方法分配到本生命周期过程及下一个生命周期过程。 对于

焚烧，若无能源回收，则仅需考虑生物基二氧化碳的释放，有能源回收另需考虑能源回收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作

用（图 １ 中过程⑩）。 对于填埋，则需考虑填埋过程生物基产品碳的非线性氧化和厌氧过程，以及生物基产品

形成的土壤碳库的动态变化过程，氧化过程产生生物基二氧化碳排放，厌氧过程产生甲烷，甲烷若不加收集直

接排放带来温室效应，而甲烷收集能源化利用则替代化石基的碳排放（图 １ 中过程⑨），而形成的土壤碳库具

有碳汇的功能（图 １ 中过程􀃊􀁉􀁕）。
此外，生物质原料（如秸秆）还田（图 １ 中过程􀃊􀁉􀁓）、生物基产品还田（图 １ 中过程􀃊􀁉􀁔）、生物能源碳捕获与

储存（图 １ 中过程􀃊􀁉􀁖）也会分别进入土壤碳库和岩石圈形成碳汇。

图 １　 生物基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及其与碳库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ｏｏｌｓ

２．２　 生物基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

２．２．１　 生物质原料获取阶段

基于生物质原料的种类确定其是否引起种植过程及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 对于原材料为废弃油脂、农业

秸秆、林业废弃物等种类，由于其为废弃物，因此假定其不涉及种植过程及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仅考虑其

收集和运输过程碳排放。 对于原料为农林产品的种类（如农产品、林产品、能源作物），需另确定其种植过程

和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
生物质原料种植和获取过程温室气体排放如式（１）所示。

Ｃａｒｂｏｎ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 ∑
ｎ

ｉ ＝ １
αｉ × Ａｉ ＋∈ （１）

式中，Ｃａｒｂｏｎ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为生物质原料种植和获取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ｉ 为第 ｉ 种投入，Ａ 为活动水平，α 为碳排放

因子，∈为种植过程中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
直接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基于 ＩＰＣＣ 提出的方法，主要核算因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引起的地上生物量、地

下生物量、死木和枯枝落叶变化和土壤碳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通过式（２）进行核算。 土地利用变化碳排

放非瞬时线性排放，需基于其随时间变化排放特征进行核算。
ＣａｒｂｏｎＬＵＣ ＝Ｃａｒｂｏｎｂｉｏｍａｓｓ⁃ｂｅ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ｂｉｏｍａｓｓ⁃ｄｅａｄ＋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ｉｌ＋Ｃａｒｂｏｎ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ｂｏｖ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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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ＣａｒｂｏｎＬＵＣ 为生物质原料生产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Ｃａｒｂｏｎｂｉｏｍａｓｓ⁃ｂｅｌｏｗ 为地下生物量变化对应碳排放，
Ｃａｒｂｏｎｂｉｏｍａｓｓ⁃ｄｅａｄ为死木和枯枝落叶变化对应碳排放，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ｉｌ为土壤碳变化对应碳排放，Ｃａｒｂｏｎ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ｂｏｖｅ为地上

生物量变化对应碳排放。
由于未来生物基产品的大量生产带来的生物质原料的大量需求，从而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相关的碳

排放可通过 ＧＴＡＰ⁃ＢＩＯ（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ＴＡＰ）模型进行核算。 ＧＴＡＰ⁃ＢＩＯ 模型是一个全球多部

门、多区域的可计算一般均衡（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ＧＥ）模型，主要基于标准的 ＧＴＡＰ 数据库，该
模型使用按区域划分的社会核算矩阵，结合贸易和生物物理数据来获得间接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利用变化的

排放可分为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从而获得相应的碳排放数据。
２．２．２　 生物基产品加工制造阶段

产品加工制造过程中的碳足迹主要来源于能源和物料的投入和工艺过程中的排放，对于多产品共生产的

情形，按照不同产品中的碳含量或经济价值进行分配，生产全过程的碳足迹核算方法如式（３）所示：

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
ｎ

ｉ ＝ １
αｉ × Ａｉ （３）

其中，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为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ｉ 为第 ｉ 种输入或输出，αｉ为第 ｉ 种输入输出的生命周期温

室气体排放因子（基于已有数据库进行获取），Ａｉ为第 ｉ 种输入或输出的活动水平。
此外，污水处理的甲烷和氧化亚氮的直接排放是碳排放的来源之一。 污水处理产生的甲烷排放的核算如

式（４）—（６）所示。
ＥＣＨ４

＝ ＲＣＯＤ－ＳＧ×ρＳ( ) ×ＥＦＣＨ４
－Ｒ[ ] ×ＧＷＰＣＨ４

（４）
ＲＣＯＤ ＝ＱＤＯＭ× ρｉｎ，ＣＯＤ－ρｏｕｔ，ＣＯＤ( ) （５）
ＥＦＣＨ４

＝Ｂｏ×ＭＣＦ （６）
式中，ＥＣＨ４

为污水处理中甲烷排放带来的碳足迹，ＲＣＯＤ为污水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ＳＧ 为污泥干物质产生

量，ρＳ为污泥干物质中有机物质含量，Ｒ 为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ＥＦＣＨ４
为 ＣＨ４排放因子，Ｒ 为 ＣＨ４

回收量，ＧＷＰＣＨ４
为 ＣＨ４的全球变暖潜势；ＱＤＯＭ为污水处理量，ρｉｎ，ＣＯＤ为入水口污水中 ＣＯＤ 的浓度，ρｏｕｔ，ＣＯＤ为出

水口污水中 ＣＯＤ 的浓度，Ｂｏ 为厌氧处理废水系统的 ＣＨ４最大生产能力，ＭＣＦ 为 ＣＨ４修正因子，反映了系统的

厌氧程度。
污水生物脱氮过程涉及硝化与反硝化过程，从而产生氧化亚氮气体的排放量核算如式（７）和（８）所示。

ＥＮ２Ｏ
＝ＲＴＮ×ＥＦＢｉｏ，Ｎ２Ｏ

×ＣＮ２Ｏ／ Ｎ２
×ＧＷＰＮ２Ｏ （７）

ＲＴＮ ＝ＱＤＯＭ× ρｉｎ，ＴＮ－ρｏｕｔ，ＴＮ( ) （８）
式中，ＥＮ２Ｏ为污水处理中氧化亚氮排放带来的碳足迹，ＲＴＮ为污水处理去除的总氮量，ＥＦＢｉｏ，Ｎ２Ｏ为污水中单位质

量的氮能够转化为 Ｎ２Ｏ 的氮量，ＣＮ２Ｏ／ Ｎ２
为 Ｎ２Ｏ ／ Ｎ２分子量之比，为 ４４ ／ ２８；ＧＷＰＮ２Ｏ为 Ｎ２Ｏ 全球增温潜势值；ρｉｎ，ＴＮ

为入水口污水中总氮的浓度，ρｉｎ，ＴＮ为出水口污水中总氮的浓度。
２．２．３　 生物基产品使用阶段

对于生物能源，其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其燃烧造成的生物基二氧化碳的排放（基于 ＩＰＣＣ 原则，认为是碳中

性，不计入碳足迹核算），通过吸收排放的二氧化碳形成碳汇也是目前工程上探索的方向之一，生物能源与碳

捕获和储存（ＢＥＣＣＳ） ［２５］，其固碳量即为工程吸收的二氧化碳的量。 而对于生物基产品，其在产品使用阶段形

成临时碳汇，直到产品进入废弃阶段，对于部分长生命周期产品则会形成长期碳汇，生物基产品使用阶段形成

碳汇的量如式（９）所示。

ＣＳｕｓｅ ＝Ｗｕｓｅ×ＤＯＣ×４４
１２

（９）

式中，ＣＳｕｓｅ为生物基产品形成碳汇的量，ＤＯＣ 为生物基产品碳含量。
２．２．４　 生物基产品废弃阶段

生物基产品废弃阶段的碳排放需基于处理方式分别进行讨论。 生物基产品循环再利用涉及循环利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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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环境影响的分配问题，已有研究对不同的分配方法展开系统分析［２６］，包括简单截断、基于经济价值截断、基
于市场价值分配等。 从可操作性、数据可得性、易于理解性等原则出发，本研究选择简单截断方法，将碳排放

归为下一个生命周期阶段。
对于焚烧，焚烧过程产生生物基二氧化碳（基于 ＩＰＣＣ 原则，认为是碳中性，不计入碳足迹核算）不计算，

而焚烧过程中能量回收产生碳抵扣通过式（１０）计算。
ＡＥ ｉｎｃ ＝Ｗｉｎｃ×ＮＣＶｗ×η×ＣＩｅ （１０）

式中，ＡＥ ｉｎｃ为生物基产品焚烧能源回收带来的碳抵扣，Ｗｉｎｃ为焚烧生物基产品的量，ＮＣＶｗ为生物基产品的净热

值，η 为能源转换效率，ＣＩｅ为能源的碳排放强度。
对于填埋，其相关的碳源和碳汇可以分为 ５ 部分，即填埋场向大气中排放的甲烷、填埋场浅层附近甲烷氧

化形成的二氧化碳（基于 ＩＰＣＣ 原则，认为是碳中性，不计入碳足迹核算）、捕获的甲烷焚烧避免排放、垃圾填

埋场生物基产品有氧氧化产生的二氧化碳（基于 ＩＰＣＣ 原则，认为是碳中性，不计入碳足迹核算）和填埋碳

存量。
填埋场向大气中排放的甲烷（Ｅ＿Ａｌｆ）通过式（１１）进行计算。

　 　 　 Ｅ＿Ａｌｆ ＝ ∑
ｔ

ｔ′
１ － ｅ －ｋ( ) × Ｗｌｆ × ＭＣＦ × ＤＯＣ × ＤＯＣｆ × Ｆ × １６

１２
× ｅ －ｋ（ ｔ －ｔ′）æ

è
ç

ö

ø
÷ × （１ － ＣＲ） ×

（１ － ＯＲ） × ＧＷＰＣＨ４
（１１）

式中，ｋ 为生物基产品的半衰期因子，Ｗｌｆ为填埋生物基产品的质量。 ＭＣＦ 为生物基产品填埋厌氧分解概率的

甲烷校正系数，ＤＯＣ 为生物基产品中可降解有机碳的含量，ＤＯＣｆ 为可降解有机碳的降解分数，Ｆ 为甲烷在垃

圾填埋气中的占比， ｔ 为当前年份， ｔ′为生物基产品填埋年份，ＣＲ 为甲烷捕集率，ＯＲ 为甲烷的氧化速率，
ＧＷＰＣＨ４

为甲烷的全球变暖潜能。
填埋场浅层附近甲烷氧化形成的二氧化碳（ＥＢ＿ｍｏｌｆ）通过（１２）进行计算。

ＥＢ＿ｍｏｌｆ ＝
Ｅ＿Ａｌｆ×ＯＲ

（１－ＯＲ）×ＧＷＰＣＨ４

×４４
１６

（１２）

式中，ＥＢ＿ｍｏｌｆ为填埋场浅层附近甲烷氧化形成的二氧化碳，其他参数见上文。
捕获甲烷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ＥＢ＿ｃａｐｌｆ）通过式（１３）进行计算。

ＥＢ＿ｃａｐｌｆ ＝
Ｅ＿Ａｌｆ×ＣＲ

（１－ＣＲ））×（１－ＯＲ）×ＧＷＰＣＨ４

×４４
１６

（１３）

捕获的甲烷焚烧发电避免排放（ＡＥ ｌｆ）通过式（１４）进行计算。

ＡＥ ｌｆ ＝ ∑
ｔ

ｔ′
１ － ｅ －ｋ( ) × Ｗｌｆ × ＭＣＦ × ＤＯＣ × ＤＯＣｆ × Ｆ × １６

１２
× ｅ －ｋ（ ｔ －ｔ′）æ

è
ç

ö

ø
÷ × ＣＲ × ＮＣＶｎｇ × η × ＣＩｅ （１４）

ＮＣＶｎｇ为天然气的净热值，η 为能源转换效率，ＣＩｅ为能源的碳排放强度。
垃圾填埋场生物基产品有氧氧化产生的二氧化碳（ＥＢ＿ＣＯ２ｌｆ）通过式（１５）进行计算。

ＥＢ＿ＣＯ２ｌｆ ＝ ∑
ｔ

ｔ′
１ － ｅ －ｋ( ) × Ｗｌｆ × ＭＣＦ × ＤＯＣ × ＤＯＣｆ × （１ － Ｆ） × ｅ －ｋ（ ｔ －ｔ′） × ４４

１２
æ

è
ç

ö

ø
÷ （１５）

大部分被填埋的生物基产品处于稳定状态，成为碳存量，其核算通过式（１６）进行计算。

ＣＳｌｆ ＝（Ｗｌｆ×ＤＯＣ－
Ｅ＿Ａｌｆ

ＧＷＰＣＨ４

×１６
１２

－ＥＢ＿ｍｏｌｆ×
１２
４４

－ＥＢ＿ｃａｐｌｆ×
１２
４４

－ＥＢ＿ＣＯ２ｌｆ×
１２
４４

）×４４
１２

（１６）

填埋过程的总碳足迹则通过式（１７）进行计算。
Ｅ ｌｆ ＝Ｅ＿Ａｌｆ－ＡＥ ｌｆ－ＣＳｌｆ （１７）

此外，生物基产品废弃阶段涉及废弃生物基产品的收集、储存和运输，填埋处理中甲烷捕集过程也会涉及

基础设施的投入和能量消耗，这些过程均会产生碳排放，应该纳入生物基产品废弃阶段碳足迹评价中。
生物基产品碳足迹即为生物质原料获取、生物基产品加工制造、生物基产品使用和生物基产品废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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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之和。

３　 典型生物基产品———纸产品碳足迹评估

造纸行业主要利用木材或秸秆等生物基原料，经过制浆和抄纸等环节制备纸产品［２７］。 造纸行业与工业

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中有复杂的物质能量交换，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木材和秸秆进入社会经济

系统，进而进入工业系统制浆、造纸和产品加工，纸产品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消费，消费后部分废纸再进入工业

系统重新制浆造纸，而部分废纸回到自然生态系统填埋或焚烧（图 ２）。

图 ２　 造纸行业与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工业系统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作为典型生物基产品，理论上纸产品具有实现“碳中和”的潜力。 但造纸行业也是碳排放的重点行业，例
如，从生产阶段看，造纸行业是典型高能耗、高排放行业，根据世界能源组织（ＩＥＡ）的统计，造纸行业能耗约占

工业总能耗的 ４％，碳排放约占工业总排放的 ２％［２８—２９］，也是我国节能降碳重点行业之一；从原料获取阶段

看，潜在的不可持续森林砍伐带来的碳汇损失也是纸产品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３０］。 纸产品使用过程形

成的碳汇、废纸焚烧产能替代化石能源是降低产品碳足迹的重要方式。 本文以典型生物基产品－小麦秸秆制

浆造纸为例，对其生命周期碳足迹进行分析。
３．１　 小麦秸秆制浆造纸过程全过程分析

本研究以某小麦秸秆为原料制备打印纸造纸企业为例，对其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进行系统分析与评估。 本

研究案例的小麦秸秆造纸的全生命周期示意图如图 ３ 所示。 在蒸煮环节，相比于传统碱脱木素工艺，该企业

采用亚硫酸铵脱木素，从而避免了碱回收工艺，将黑液转化为农业肥料返回农业系统。 此外，该案例在漂白环

节采用氧脱木素，从而避免引入生态毒性较强的卤素漂白剂。 通过企业现场调研，获取小麦秸秆制浆造纸的

过程数据，具体输入输出数据如表 １ 所示，其中输入包括主要原材料小麦秸秆和亚硫酸钠、能源输入、辅料输

入、污水处理过程输入等，输出包括主产品打印纸、副产品农业肥料以及其他大气和水污染物排放。
３．２　 小麦秸秆造纸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

基于小麦秸秆制浆造纸企业调研数据，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以 ＩＰＣＣ １００ 年全球变暖潜势（ＧＷＰ）二
氧化碳排放当量（ＣＯ２ｅ）作为评估指标，对小麦秸秆造纸从“源头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进行系统评估。
以 １ ｔ 小麦秸秆造纸为功能单位，对全生命周期小麦秸秆原材料获取、产品加工、产品使用和废弃物管理阶段

的碳足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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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小麦秸秆造纸全生命周期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表 １　 小麦秸秆原料生产 １ ｔ 打印纸主要物质能量输入输出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１ 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ｆｒｏｍ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输入输出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物质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单位
Ｕｎｉｔ

量
Ｖａｌｕｅ

输入输出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物质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单位
Ｕｎｉｔ

量
Ｖａｌｕｅ

输入 Ｉｎｐｕｔ 麦草 ｔ １．７７ 聚丙烯酰胺（ＰＡＭ） ｋｇ ０．０９
亚硫酸钠 ｋｇ ３８６．７７ 聚氧化铝（ＰＡＣ） ｋｇ １５．４７
电力 ｋＷｈ １１０８．３２ 淀粉 ｋｇ ７２．９３
蒸汽 ｔ ４．０７ 石灰石 ｋｇ ３０．５５
交通运输 ｔ ｋｍ １２０ 烷基烯酮二聚体（ＡＫＤ） ｋｇ ２０．０７
新鲜水 ｔ ２５．６４ 输出 Ｏｕｔｐｕｔ 打印纸 ｔ １
氢氧化钠 ｋｇ １３．９４ 农业肥料 ｋｇ ７３３．０７
双氧水 ｋｇ ２２．３５ 生物基二氧化碳 ｋｇ １５６．８６
氧气 ｋｇ ２４．１４ 污泥 ｋｇ ３４．２７
盐酸 ｋｇ ４．０８ 甲烷 ｋｇ ３．５９
氨水 ｋｇ ４６．４２ 氧化亚氮 ｋｇ ０．０１
硫酸亚铁 ｋｇ ３．３５ 化学需氧量 ｋｇ ２．０１

３．２．１　 原材料获取阶段

由于小麦秸秆为农业废弃物，是小麦粮食生产的副产物，因此假设其不涉及种植过程中的碳排放和土地

利用变化碳排放，小麦秸秆制浆造纸原材料获取阶段的碳足迹为 ０。
３．２．２　 产品加工阶段

产品加工阶段的碳足迹主要基于公式（３），其中产品加工的活动数据来源于企业调研数据（表 １），输入

输出的排放因子来源于 Ｅｃｏ－ｉｎｖｅｎｔ ３．８ 数据库，并通过公式（４）—（６）和公式（７）—（８）分别核算污水处理过

程中的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 基于 ＩＰＣＣ 碳排放核算原则，表 １ 中生物基二氧化碳仅用作核对生物基碳平

衡，不计入碳足迹核算。 经核算，物料和能源输入碳足迹为 ２５４１．９３ ｋｇ ＣＯ２ｅ，大气甲烷排放为 ８９．６７ ｋｇ ＣＯ２ｅ，
大气氧化亚氮排放为 １．７８ ｋｇ ＣＯ２ｅ，产品加工阶段总碳足迹为 ２６３３．３８ ｋｇ ＣＯ２ｅ。
３．２．３　 产品使用阶段

产品使用需要考虑主产品打印纸和副产品农业肥料。 对于主产品打印纸，基于文献［２９］假设 ９％的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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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产品存量的形式长期存在，即形成碳汇，而剩余 ９１％的纸产品则会进入废弃物管理环节 。 对于副产品农

业肥料，其将被用作有机肥还田，从而形成土壤碳汇。 基于公式（９）核算产品存量和农业肥料形成的碳汇量，
其中打印纸和农业肥料有机碳的含量分别为 ３５．２４％和 ４１．６７％，每吨打印纸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形成的打印纸

碳汇和农业还田土壤碳汇的量分别为 １１６．２９ ｋｇ ＣＯ２ｅ 和 １１２０．０２ ｋｇ ＣＯ２ｅ。
３．２．４　 产品废弃阶段

纸产品在废弃阶段通常有 ３ 种处理方式，即回收、填埋和焚烧发电，基于我国纸产品的回收率（５１．３％）和
不同市政垃圾处理方式比例（填埋约为 ５７％，焚烧发电约为 ４０％），假定进入产品废弃阶段打印纸的回收、填
埋和焚烧发电的比例为 ５０％、３０％和 ２０％，即 １ ｔ 打印纸进入废弃阶段回收、填埋和焚烧发电的量分别为 ４５５
ｋｇ、２７３ ｋｇ 和 １８２ ｋｇ。

对于回收部分，其碳足迹归入下一个生命周期环节，不予以计算。 对于焚烧发电部分避免的碳排放，基于

公式（１０）核算，纸产品的净热值（ＮＣＶｗ）为 １３ＧＪ ／ ｔ［３１］，能源转换率（η）为 ０．２５［３１］，而能源排放强度（ＣＩｅ）按照

企业所在区域的电力排放因子 ２１８．８８ ｋｇ ＣＯ２ｅ ／ ＧＪ 取值［３２］，从而计算 １８２ ｋｇ 废弃纸产品焚烧发电所避免的碳

排放为 １０３．５７ ｋｇ ＣＯ２ｅ。
对于纸产品填埋部分，其碳流动可以分为 ５ 大部分，即厌氧发酵甲烷直接排向大气的部分、厌氧发酵甲烷

氧化成二氧化碳部分、厌氧发酵甲烷捕获进而焚烧发电二氧化碳排放部分、有氧氧化产生二氧化碳部分和形

成碳汇部分。 厌氧发酵甲烷直接排放部分基于公式（１１）核算，纸产品填埋厌氧分解概率的甲烷校正系数

（ＭＣＦ）为 ０．７１［３３］，生物基产品中可降解有机碳的含量（ＤＯＣ）为 ０．３５２，可降解有机碳的降解分数（ＤＯＣｆ）为
０．５［３３］，甲烷在垃圾填埋气中的占比（Ｆ）为 ０．５［３１］，甲烷捕集率（ＣＲ）为 ０．２５［２９］，甲烷的氧化速率（ＯＲ）为

０．０５［３１］，甲烷的全球变暖潜能（ＧＷＰＣＨ４
）为 ２５［３３］，时间为当前时间到此后 １００ 年，从而计算 ２７３ ｋｇ 打印纸填

埋甲烷直接排放碳足迹为 ３５９．８５ ｋｇ ＣＯ２ｅ。 厌氧发酵甲烷氧化成二氧化碳部分（２．０８ ｋｇ ＣＯ２ｅ）和厌氧发酵甲

烷捕获进而焚烧产能二氧化碳排放部分（１３．８９ ｋｇ ＣＯ２ｅ）分别基于公式（１２）和（１３）核算，由于其属于生物基

二氧化碳，不计入碳足迹。 捕获甲烷发电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基于公式（１４）核算，天然气的净热值（ＮＣＶｎｇ）
为 ４８ ＧＪ ／ ｔ［３３］，能源转换效率（η）为 ３０％［３１］，能源的碳排放强度（ＣＩｅ）按照企业所在区域的电力排放因子

２１８．８８ ｋｇ ＣＯ２ｅ ／ ＧＪ 取值［３０］，捕获甲烷发电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为 １８．５７ ｋｇ ＣＯ２ｅ。 有氧氧化产生二氧化碳部

分（５５．５６ ｋｇ ＣＯ２ｅ）基于公式（１５）进行核算，由于属于生物基二氧化碳，不计入碳足迹。 纸产品填埋形成碳汇

的部分基于公式（１６）进行核算，从而计算 ２７３ ｋｇ 打印纸填埋形成碳汇的量为 ２４１．２４ ｋｇ ＣＯ２ ｅ。 基于公式

（１７），２７３ ｋｇ 打印纸填埋的总碳足迹为 １０５．５０ ｋｇ ＣＯ２ｅ。
综合考虑纸产品进入废弃阶段回收利用、焚烧发电和填埋的情况，１ ｔ 小麦秸秆纸产品废弃物处理阶段的

总碳足迹为 １．９３ ｋｇ ＣＯ２ｅ，其中填埋部分碳排放为 １０５．５０ ｋｇ ＣＯ２ｅ，焚烧发电抵扣了 １０３．５７ ｋｇ ＣＯ２ｅ 的排放。
以小麦秸秆为原料制备 １ ｔ 打印纸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情况如图 ４ 所示，由于生物基二氧化碳不计入碳足

迹核算，１ ｔ 小麦秸秆打印纸从“源头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为 １２２１．５０ ｋｇ ＣＯ２ｅ，其中碳排放（包括甲烷

和氧化亚氮）２９９３．２３ ｋｇ ＣＯ２ｅ，碳汇 １６４９．５９ ｋｇ ＣＯ２ｅ，碳抵扣（避免的碳排放）１２２．１４ ｋｇ ＣＯ２ｅ。 相比于仅考虑

生产阶段（２６３３．３８ ｋｇ ＣＯ２ｅ），全生命周期小麦秸秆造纸碳足迹降低了 ５３．６１％，因此应从纸产品从源头到坟墓

的全生命周期来考察，以综合评价其碳足迹。
从碳足迹的贡献来看，纸产品加工阶段电力蒸汽消耗和亚硫酸铵的消耗是碳足迹的最主要来源，约占生

产阶段碳足迹总量的 ８０％，因此优化能源消耗和调整能源结构以及优化原辅材料的投入是降低小麦秸秆纸

产品的重要方式。 肥料还田碳汇和垃圾填埋碳汇是降低碳足迹的主要方面，在保证小麦秸秆向纸产品转化率

的情况下，肥料的产量不会大幅变化，因此增汇空间有限。 而垃圾填埋形成碳汇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甲烷

直接排放，而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远高于二氧化碳，因此不能简单的将废纸垃圾填埋作为纸产品生命周期增

汇的方式。 由于废纸产品处置方式的不同将极大影响碳源汇的转变，改变废纸管理的方式将对纸产品碳足迹

产生较大影响，如将所有废纸进行焚烧产能，废纸管理阶段将产生 ５０９．０９ ｋｇ ＣＯ２ｅ 的碳抵扣，将纸产品全生命

５１６５　 １１ 期 　 　 　 孙明星　 等：碳中和背景下生物基产品碳足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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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小麦秸秆造纸全生命周期碳源碳汇分析

Ｆｉｇ．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ｉ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周期的碳足迹降低到 ６５５．９４ ｋｇ ＣＯ２ｅ，降幅为 ４６．３０％；提高甲烷回收率也是降低碳足迹的有效方式，如将填埋

过程中甲烷回收率从目前的 ２５％提升到 ９０％，废纸管理阶段将产生 ３６３．６９ ｋｇ ＣＯ２ｅ 的碳汇（碳抵扣），从而将

纸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降低到 ８６１．３４ ｋｇ ＣＯ２ｅ，降幅为 ２９．４９％；若所有废纸都填埋处置且将甲烷回收率

从目前的 ２５％提升到 ９０％，废纸管理阶段将产生 ９５２．８２ ｋｇ ＣＯ２ｅ 的碳汇（碳抵扣），从而将纸产品全生命周期

的碳足迹降低到 ２７２．２１ ｋｇ ＣＯ２ｅ，降幅为 ７７．７２％。 虽然改变废纸处置方式可以大幅度降低小麦秸秆造纸全生

命周期碳足迹，但仅从改变废纸处置方式的角度还不足以实现其“碳中和”，仍需要降低生产环节能源结构和

能源效率，如引入部分可再生能源等。

４　 结论

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三大环境挑战，可循环生物基经济发展被认为是应对三大环境挑

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 而生物基产品在原材料获取、加工制造、产品使用和产品废弃全生命周期过

程涉及土地利用变化、化石能源消耗、化学品消耗和末端厌氧发酵等碳排放过程，同时也具有产品储存、废弃

物填埋储存等碳汇过程，对其碳足迹的评价和“碳中性”的认定需要科学评判。 本研究在分析生物质原料、生
物基产品特征的基础上，构建生物基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框架，解析生物基产品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碳源

碳汇过程，并提供了不同碳源汇的核算方法体系。 基于核算框架和方法体系，本文以小麦秸秆制作打印纸为

例，核算了生命周期碳足迹，结果表明 １ ｔ 小麦秸秆打印纸的碳足迹为 １２２１．５０ ｋｇ ＣＯ２ｅ，比仅考虑生产阶段碳

足迹（２６３３．３８ ｋｇ ＣＯ２ｅ）降低了 ５３．６１％，其中农业肥料还田、废纸填埋和产品储存提供了碳汇功能，废纸焚烧

和捕获甲烷焚烧产热提供了部分的碳抵扣，而废纸填埋的厌氧发酵产生的甲烷直接排放贡献了部分碳足迹。
废纸的处理方式很大程度影响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若所有废纸都填埋处置且提升甲烷回收率，全生命周期碳

足迹将下降 ７７．７２％，凸显了废弃物管理系统对废纸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的影响。 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审视纸产

品碳足迹可更系统的展示碳源汇的细节，为更精确的管理碳足迹提供支撑。
本文构建的生物基产品碳足迹评估框架，涵盖原材料获取、加工制造、产品使用和产品废弃等生命周期各

个阶段，并考虑常被忽略的直接与间接土地利用变化、生物碳汇和延迟排放，本文提供了一般性的生物基产品

碳足迹评估框架，可更准确的评估生物基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 通过能源结构优化和良好的废物管理可大幅

度降低生物基产品碳足迹，甚至达到净零或负排放，然而生物基产品对于其他生态环境影响仍需要考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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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源生长及生物基产品的生产过程均为水资源密集型过程，生物基产品的大规模开发带来的水资源的压

力需要系统评估；生物基产品的大规模开发带来生物质原料需求的变化可能引发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如将

森林或草地生态系统转化为农田系统，从而造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或丧失；生物基产品的开发可能通过

土地利用变化进而引起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因此需关注不同区域生物质资源获取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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